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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

阎云翔①

摘 要: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轨迹可以从 3 个方面进行归纳: 首
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

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转变; 其次是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 第三是公德

变得越来越重要。40年来道德变迁轨迹的标尺包含 4 个刻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 底
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公德。用这个标尺去衡量，中国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一轨迹
和标尺也为构建良善社会提供了方向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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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今天要讲的，是我多年研究道德变迁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成熟，仍在探讨

中。我很期待能够借此得到大家的评论和批评。下面是我今天要讲的 4个主要观点。
第一条主线，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 40 年了，我们应该对伦理道德这个特定领域的变迁，

做一个什么样的基本评估? 正如演讲题目显示的那样，我不太同意很多人说中国这些年正在经历

的是道德危机。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客观地讲是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所以，第一点
主要是讲我的基本评估。
接下来，我从 3个不同方面来梳理过去 40年来中国道德变迁的主要轨迹。首先是价值观方

面的变化。通过考察一系列价值观体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那种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
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条主
线。这个转变是正在进行过程中的，无人可以预知它将来会转变到什么方向去。但不管怎样，因
为这种转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我们的道德主体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这是一个重新塑造
自我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很多挑战。一个最简单、最基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便
是: 在巨变的时代和社会里，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做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内在挑

战，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
第二条主线，是探讨我们之所以对道德危机的感受这么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什么

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社会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都有一个相对稳
定、单一，甚至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权威的存在。而这个道德权威给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绝大多数
人共享的。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的行为，得出的判断也大致差不多。但是从某个时候开
始，那个单一的、绝对权威的标准坍塌了，代之而来的是不同的标准。换句话说，道德判断的标
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如果这种情况是真的话，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做出的判断，可能是
整个社会总体道德很不一样。道德景观也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二条主线。
第三条主线，是在过去的 40年中，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我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或道

德滑坡，或者是我讲的道德变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就是公德。我们对公德怎么看和如何
判断公德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整个道德景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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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 3条主线都是一般性的概括。人类学研究一般不会做这样的概括。如果想做这样的
概括，一定要有特别扎实的微观经验研究做基础。我也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总结这些东西。
我过去关于道德变迁的研究都是经验性的个案分析，而且侧重于分析那些突破道德底线，冲

击民众三观的个案。例如，这篇 2009年发表的《The Good Samaritan's New Trouble: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Moral Landscape in Contemporary China》，分析的是媒体屡屡报道的做好事被人讹诈的现
象。比如街上的老人摔倒了你去扶，老人转过来说: “是你碰的!”然后索取金钱赔偿。我在
2012年发表的《Food Safety and Social Risk in Contemporary China》，讲的是食品安全问题。这篇
文章写得比较长，讲得比较复杂，但直接相关一点讲的是绝对的突破道理底线的行为，有意识地

去做一些对人有伤害的行为，我们国内流行的说法是相互投毒的行为。例如，作为瓜农，我知道
用某种生长剂可以让西瓜长得特别大，所以我不吃西瓜，但我总得吃别的吧? 而我却不能保证别

人生产的东西中是否含有有害的化学药品，所以这对我们整个社会信任、对陌生人的判断产生了
非常直接的影响。2018年的文章《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Patient－Physician Mistrust in Contempo-
rary China》，讲的是中国的医闹、医患关系问题。我的着重点是权力关系和尊严的问题，就是医
患双方在近二三十年来，对个体尊严的重视，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关系的紧张。因为在过去的医患
关系中，病人是处于完全弱势的地位，医生是绝对的权威，同时医生也是悬壶济世的道德权威。
当医生作为一种专业人士完全接受了市场化逻辑，同时又不愿放弃过去那套文化理念，他们便无

法接受病人在伦理意义上与他们平等。病人对知情权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和医生产生的矛盾，在
很大程度上会归咎于医生不尊重个体，不尊重病人的尊严，最终导致冲突激化。此外，我还在
2014年发表过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Immorality: The Chinese Case for a New anthropology of
Morality》，这篇文章重点考察的是不道德行为以及完全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在整个伦理学体系
中的含义和影响是什么，同时我还分析了为什么学术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研究，总是回避人类行

为黑暗面 ( 例如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 的问题。
上述个案研究，说明社会流行的关于道德危机的看法，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我对此不仅有较

充分的了解，而且做过专门研究。但是，当在更抽象的层次，总结和概括 40 年来道德变迁的过
程时，我们不能局限于某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个案，而是要观察和分析总体性的趋势。这便是我下
面要讲的变化轨迹。
但是，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还想简单地介绍我使用的几对概念。
第一对概念是伦理 ( Ethics) 与道德 ( Morality) 。在分开使用的情况下，伦理指的是一整套

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伦理规范、行为规范或类似于像密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通过社会化过
程学到的。道德更多指的是行为，是社会实践。我们有了这一套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一回事，
而我们具体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人类学家一直强调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说的、你怎么做的，这
是 3套完全不同的事情。而当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想的，或者你跟我说你做过的事
又是第 4个事情。因此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至少要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但
在更多时候，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道德这个词，经常被放在广义的框架和背景中使用。这个时
候道德指的是伦理和道德。
第二对概念是伦理的话语 ( Ethical discourse) 跟道德的实践 ( Moral practice) 。我在学术分

析中试图把它们分开来，可在真正的生活中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可能先讲完了道理再去做某件事
儿，但这不是说做事儿的时候我们的脑袋里一点概念也没有。就在那 2秒钟之内，你的伦理对你
的道德行为起了作用。但事后我来找你访谈，你会努力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一个解释。比方说，
2011年小悦悦事件之后，记者去访问那些人: “您当初怎么想的? 您看见她时为什么就没停下来
救她?”这个时候叫 Moral Reasoning，这是说，我通过一种理性的反思来给我的行为做一个合法
化的解释。
第三对概念是私德 ( Private ethics /morality) 和公德 ( Public ethics /morality) 的概念。我讲

到公德的时候，想强调这件事是中国语境下特别重要的事。比方说，如果我在美国用英文讲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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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公德的区别，听众很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因为我们这里讲的很多公德行为———比方说过街要
不要遵守红绿灯———实际是私德，是你个人的行为。你去参加投票选举，这才是公德。所以，在
中国特定语境下，为什么私德在社会情景中变成了公德? 而公德又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更加重要

的议题，也是我想讲的事。不管怎么样，这里的私德指的是伦理道德发生在私人生活领域中，规
范亲属关系之间的互动行为。儿子孝敬给老爹 10万块钱，这是私德。而儿子捐助灾区 10万块钱
是一个公德行为。公德行为是指在公共领域，更多的是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
限制这些人互动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是公德。
第四对概念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观念道德行为 ( Ordinary ethnic) 跟理论化的伦理观念道德

行为 ( Theoretical ethnic) 。前面的这个叫做 ordinary ethnic，这不太好举例，因为伦理道德中在正
常情况下就像空气对我们一样重要，不能缺少，但是我们又感觉不到它重要。如果突然间没氧气
了，你一定觉得氧气很重要。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伦理道德很重要? 一定是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了的
时候。理论化的伦理换句话说就是 Moral philosophy，即伦理学，讲的是特别抽象的、对于人应该
变成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的概括。伦理学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陈义过高，所提倡的那些东西
是平常人做不到的。如果理论化的伦理道德陈义过高的话，会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如果
二者之间的脱节过多的话，会导致一种不光容忍而且鼓励虚伪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比较好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脱节没这么大，后者只是前者基础上的高度概括而已。
最后一对概念我讲的是作为底线的伦理道德 ( bottom－line morality) 和我们应该做成什么样

的伦理道德 ( admirable morality) 。其实道德不是一件特别高尚的事，道德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应
该而且可以做到的事。这便是底线。对我来讲，底线道德比道德理想更重要。可是在某些文化语
境下，理论化的伦理体系强调的是理想境界。典型例子便是儒家伦理观。儒家伦理要通过君子来
体现，但社会中不是每个人都是君子。在传统语境下，君子是少数去统治别人的人。当孔夫子讲
那套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生活中如果我们用这套东西来衡量我们的行
为，认为只有那样才是道德，这就导致前面说的二者之间的脱节，一种通过文化而系统化的虚

伪。这是我讲的最后一种区别，底线道德和值得提倡的道德模式之间的区别。

一、道德危机抑或道德转型?

这张幻灯片显示的事件，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每一
个 10年左右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被很多人认为是伦理危机的标志。80 年代是三信危机，即信
仰、信任和信心危机。为什么? 因为背景是共产主义道德及道德观。80 年代发生的是对这种道
德观的怀疑、质疑和挑战，所以给人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当时媒体的讨论、社会的公共舆论都
在讲三信危机。
接踵而来的是商品化大潮。每个人都在讲商机的问题，1993 年的下海潮，甚至北京胡同里

的老太太都在商量合作开个公司。这种情况下，接踵而来的是对商业、商品化的恐惧。我还记得
1979年，中央电视台登的第一则外商广告是西铁城手表广告。之后，很多观众来信抗议，说我
们堂堂的中央电视台怎么能做外国人的商业广告。所以这个时期的伦理道理危机、道德滑坡指的
是这些东西。
接下来是性产业的出现。曾在 20世纪 50 年代被消灭的娼妓现象，在 90 年代后期又重新开

始出现，由此导致我们认为的道德滑坡、伦理危机。接着来的静悄悄的性革命，迫使我们讨论怎
么样对待性产业的问题，还出现了性工作者这样中性的词语。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
中对性的认识，有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和视角，开始有了性取向等议题的讨论。性的问题于是不再
成为我们最为担忧的道德危机。再接着而来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做好事被讹的问题; 这些事说到
底是怎么处心积虑坑害陌生人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在思考社会到底哪出了毛病? 2011 年小悦
悦事件出现后，全民展开大讨论，探究为什么社会冷漠广泛存在，冷漠的原因在哪?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忧; 第二，在连续不断的担忧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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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也在逐步深入。当探讨社会冷漠的时候，已经真正接触到了伦理学层次上的
问题，所以，我把 2011年的有关公共舆论叫做拷问灵魂式的讨论。
如果我们把这些连起来看，社会道德现在到底有多坏? 我没有说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

道德危机的判断可能过分悲观。一个危机不可能延续 40 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
同的危机。但如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危机的话，你怎么知道今天正常的东西明天会不会变成危
机? 你怎么知道今天的危机明天会不会变成正常? 还有人提到 “道德真空”。然而，一个社会在
真空状态下还能维持下去，没有崩溃，这可能吗? 人处在真空中是无法呼吸、不能生存的，社会
如果处在“道德真空”中，也维持不下去。肯定有个东西会把社会聚拢起来，起到指导人的行
为的作用，这个东西只能是道德。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持续 40 年的道德危机，而是一个道德转
型过程。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是我们对伦理道德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感知问题。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个人和社会如何感知道德变迁?

先讲个体，这个最容易。个体感知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其实很简单———比较法，我们
拿过去比较现在。老年人最容易做这个事，我们年轻的时候天也蓝、水也甜、人也好，但实际到
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很难讲。因为过去不好的事都被过滤掉了。年轻人也容易这么讲，为什
么? 要批判一个东西总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用过去来批判现在。当年孔夫子讲礼崩乐坏就是这样
的道理，他也没经历过三代，周文王好成什么样他也不知道，他只不过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好，所

以现在应该改变。再一个就是说，别家的草地比我家的绿，这是很正常的个人思维方式，特别是
在涉及到社会公德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容易使用的话语就是现代化话语，一个现代的社会什么
样? 西方文明社会什么样? 好像我们不文明一样。美国人都排队，日本人爱护街道清洁，所有这
些东西都是用来批判我们自己的武器。这是一种比较法，作为个体来讲这是很常见的。第三个，
就是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方式。每个人对情况的判断不一样，这涉及到我前面讲的道德单
一权威崩塌之后的现象。
把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我们很多人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判断越来越悲观。不管怎么样，我想

前两者是个体的，把第三者加进去，实际上是包括我们社会感知这些现象的最基本的方式。如果
你知道这三种基本方式的话，很容易做出自己的基本判断，到底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这个部分
出了问题之后，对于整体的道德景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由此直接引来的问题就是，伦理道德危机是从什么样的视角看出来的? 是在谁的眼里看出来

的? 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 比方说。大约在 2005到 2010年左右，国内学界和媒体讲农村的治理
危机正在转变成农村的伦理危机，当时讲得很有影响。但是如果去分析具体研究的话，我发现他
们讲的伦理危机实际上很符合我上面讲的这种情况，就是判断标准不同的问题。其中，有位学者
的研究影响最大。他发现农村有不少青年妇女做两件很不道德的事，但是没有受到公众舆论的惩
罚，因此是伦理体系的危机。一个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妇女到城市变成了性工作者。她们回去以
后，村里人没有对她们“吐口水”，相反因为她们给家里盖了房子，帮助家里的兄弟姐妹上学、
发展，她们在村里还蛮有面子的。第二个是很多的青年妇女到城市打工之后，跟老公离婚了，另
去找人结婚。
我想这样的判断估计不是从青年妇女的角度进行的。青年妇女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如果是第

一件事情的话，她有她自己的自尊，也很符合我们原先的集体主义伦理，牺牲自己成全大家，实

际上是我们之前伦理的自然延伸。如果是后者，我们经常讴歌爱情的伟大，为什么轮到农村青年
妇女就不适用了呢? 她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工，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和原来的老公不再有

感情上的维系，他们之间有问题想离婚，为什么她们没有这个权力? 为什么这种行为成为了伦理

问题? 这很可能是从中年、老年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才出现的问题。这涉及到道德判断的标
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的评判标准呢? 当我分析整个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时候，我采用一个从

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社会的标尺; 这个标尺从这头到那头有一段距离，其中包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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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或者 4个刻度，即底线道德、个体自主性和尊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还有社会公德。
第一是底线道德; 这是任何人都不应该逾越的底线标准。我前面所做的经验研究就是对不道

德现象，对超越道德底线的人的批判和分析。什么是道德底线? 很简单，就是 No intentionally
harm，意思是说我不会有意害人，当然不意味着有时候无意害人。伤害人跟道德无关，是跟社会
行为的结果有关，只要我不是有意伤害人，我就没有突破那个道德底线，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我就

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但是我很可能成不了一个道德楷模。这就是我说的底线跟值得效仿的模范
之间的距离。守住道德底线非常重要，而且不难做到。但是，成为道德楷模就很难。我们的社会
不应该提倡所有人都成道德楷模，因为这样的话，13 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做不到，就产生了油水
两层皮，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现象。
第二点跟现代化、全球化有关，就是个体的自主性。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一

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体自主性留下发展空间，意味着这个社会在伦理的意义上向前有多大程

度的跨进。给的空间越大，伦理意义上这个社会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就越高。与个体自主性直接相
关的一个需求，就是对尊严的要求。当一个人没有个体自主性的时候，他对尊严也没有强烈
要求。
以我为例。1971年，我从山东农村跑到黑龙江打零工，那时叫做盲流。有段时间我在哈尔

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卖炒瓜子; 我在农村收购瓜子，然后自己炒，再一点点地零卖。那个时候也
有类似城管的职业存在。我被人家把称撅断了好几次，被赶来赶去，对暴力执法有切身感受。不
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0年有个突尼斯小贩就是被当地城管踢了一脚，感到尊严受到侵犯，到
政府讨说法无果后自焚抗议; 他的死成为 2011年“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我在 1971年时被城
管踢了许多次，什么事都没发生。为什么? 我没有那么强的个体自主性的感觉，所以我对我个体
的尊严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我觉得我是盲流，我在火车站前面卖瓜子就是非法的，人家踢我、
撅我的称都是应该的。
当然现在的人会说，即使我干这事是非法，但你也不应该踢我啊，这就发生了变化。发生了

这种变化，我们就说在道德标准的尺度上我们往前走了一大步，即个体自主性和尊严。但是这还
不够。这一步是对于个体发展需求的满足。我们每个人都充分发展之后，也可能会很难相互容
忍，特别是无法容忍陌生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无限膨胀，都觉得自己的尊严比别人的
尊严更重要，那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社会上个体之间的冲突。
所以第三点同样重要，就是我们伦理道德的发展，应该很自然出现的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即

同理心 ( empathy) 的出现。同理心与同情心 ( sympathy) 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走在街上，有
一个讨饭的，腿断了，不断给你磕头，你动了恻隐之心，给他 5块钱，这是同情心。在那个时候
你的同情心投射给对方的时候，你明显知道你比对方要高一等。在现代生活中，同等重要的是同
理心。你能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那个乞丐的位置上，来替他想，这个境界跟同情心不一样。同
理心是在同情心得到长足发展之后，并且通过公共参与才能出现的。在中国有没有出现? 出现
了，而且越来越明显。
在同理心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信任更加重要。因为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中，我们经常打

交道的是陌生人，没有信任，社会就没法正常运转。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这个，
当我们从一个熟人社会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转换的时候，我们怎样学会善待陌生人，这是我们的挑

战。而学会善待陌生人，要求有同理心做基础。所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这是我判断道德变迁
的第三条标准。
社会公德是我判断道德变迁的标尺上的第四个刻度。第一刻度强调道德的底线，第二刻度关

注个体自主性和尊严，第三刻度着眼于个体之间的潜在冲突。然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该怎么
办?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公德 ( public virtues) ，是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出发而构建的伦理价值和
道德行为规范。从个体、人际关系再加上社会整体做出判断，同时有一个道德底线来兜底，这便
是我判断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景观变迁的总体趋势的标尺。根据此标准，我才认为过去 40 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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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经历的不是道德危机，而是一场复杂深刻的道德转型。

二、伦理话语的转变和道德自我的重塑

我把伦理标准的变迁叫做 ethnical shift，讲的是整个价值观体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从一个
集体主义式的强调牺牲、义务为重点的伦理价值观，向个体主义式的强调权力和自我发展这种价
值观的转换。这是一个正在转化的过程，转成什么样无人可以预料。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过去
40年是一个不断转化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在 1980年。
不知道多少人还对 1980年潘晓公开信大讨论有记忆; 在座的一些老师会记得，也可能有参

与。潘晓是两个人的化名，他们分别寄信到 《中国青年》杂志社表达思想上的困惑。 《中国青
年》杂志社一位很有见识的编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把两封信重新修改融合，作为公开信发表，
接着引起 100多家报刊杂志的讨论。仅 《中国青年》杂志社就收到 6 万多封读者来信，最终发
表了 100多封。我没时间讲这件事的细节，但其中讨论的两个问题最重要，值得我们回顾。一个
是个体追求自我利益合不合法? 是否道德? 潘晓问: 我成天都在琢磨拿奖金这事道不道德? 现在

听来，我们可能觉得潘晓的困惑很可笑。为什么不道德? 奖金也是你的劳动所得嘛。可是，1980
年时的潘晓就认为脑子里不应该想这件事，想这件事就不道德。这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与否
的问题。公开信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追求个体利益，都想怎么挣钱，怎么把日子过
好，那人生的意义在何处? 今天我们很多人，觉得人生的意义不就是买大车买大房吗，没有什么

可以困扰的。但在 1980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值得我们全民讨论的一件事。
这个大讨论的背景，今天很多人不太熟悉。我们的共产主义伦理在当时教育出来的两代人，

相信人应该大公无私，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涉及到我说的伦理体系会不会陈义过高的
问题? 你怎么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例如，我每天吃的三顿饭都不是为我自己吃的，为的是

维系我身体的正常运转，好为革命做贡献。雷锋叔叔就是这样的，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大
家觉得这样的事不太可能，但是当时许多人是真诚地相信这种伦理观念的。在当时的话语条件
下，共产主义伦理具有强大的自洽性，把你的人生意义提高了一个层次，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中

做的那些非常卑微的小事，都跟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连在一起。如果一种话语体系能够有这种巨
大无比的力量，把你生活的细节都提升到一个高尚的层次，赋予其意义，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

命特别有意义。这便是潘晓当年困惑的起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如果我们成天都想着赚钱，那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今天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就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伦理话语环境之下。
潘晓公开信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年，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就是说追求个体利益是可以

的，是得到承认的，但是用的是一种半遮半掩的方式，叫做“人人为自己，客观为大家”，还没
有放弃集体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意思是说通过对自我、个体利益的追求，最后合起来就是为
社会总体做了贡献。第二个问题没得到解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能再讨论，因为再讨论会导致
重新思考整个伦理体系。
第二个问题到今天仍然困惑着我们。前面二三十年没那么明显，20 世纪 90 年代下海潮，所

有人都挣钱，大家生活水平提高; 接着三大改革: 教育、医疗、住宅; 这些时候大家没有功夫想
人生的意义。但是进入新世纪，当我们的生活基本上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
开始凸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出现的社会现象。比方说，非要骑着自行车去
拉萨，一路折腾自己，为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新的东西是对于人生缺乏意义的某种反抗，是通

过很个体化的方式在努力寻求意义。这也说明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有解决，仍然像鬼一样在后面追
着我们。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的前夕，已经有这种暗流涌动。朦胧派代表诗人北岛的 “我—不—

相—信”就是代表。10年以后，崔健又唱出 “一无所有”。当你不断地反思那个体系，最后却
发现那个体系中没有个体的位置。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东西通过摇滚乐的形式表达
出来。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不需要像哲学家讲的那样高深，而是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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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有》这样的歌突然给你的震撼，然后导致你对你的人生重新思考。特别巧的是，这个时候
很多知青补办婚礼，拉着自己的孩子去照相馆照结婚照。他们觉得失去了宝贵年华中最宝贵的那
一小节，就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结婚，穿上婚纱去照结婚照。大家想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办? 我
们总要做点弥补，那就补个结婚照吧!

这些都属于我讲的伦理转型。转到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很可能无人知道，因为我们仍在转
型过程之中。但是，转型方向很清楚，就是大家开始思考自我，不仅仅是自我实际生活中的物质
利益，而是生命的意义。当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时，过去的文化体系许诺给我们的东西
显然变得苍白无力。那些东西是什么? 叫做延迟的回报 ( delayed gratification) 。我们现在的父母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遵循那些东西，辛辛苦苦，盼着儿女过得好，甚至结了婚以后还要继续资助买

房、买车，自己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 他实际上是要老了以后，在文化意义烘托下的那种延迟
回报，民间说法是有个念想。这在传统社会就是祖先文化，是有子孙后代给你烧香上供，让你的
灵魂得到永生; 现在是望子成龙，望孙成龙。
当伦理转型发生之后，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同时也要求立时的回报。我今天做了努力，明天

就应该有回报，我们要的是 Instant gratification，这也是我们伦理规范体系中新出现的现象。这个
现象是一个不断向下渗透的过程。这段话是一个 17 岁的打工妹讲的，很有哲理吧? 她说: “在
一个成千上万人的工厂里，要指望你的老板发现你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自我发现。”自我发展是
最重要的，而我们传统伦理说，你要多做少说、谦虚谨慎。传统伦理放在现在语境中就变成了缺
点，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是自我表达的能力。当李宇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背后投射的
伦理含义，是只有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把自己充分地表达出来，别人才能认识你，然后你才

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在过去的伦理体系里，这些东西不但不受重视，甚至会倍受异议。
从 20世纪 80年代往后，伦理转型进程就加快了，一个自我催动的机制出现。新的伦理规范

体系导致新的自我的出现，就是那种越来越焦急地要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利益的新自我的出现。
我们过去很多的说法都随之过时。我们说安贫乐道、老实中庸，现在老实的人连对象都找不到。
许多人都说如果有个女儿的话，肯定不希望找一个老实的女婿，出去老让人欺负。取而代之的是
赢者通吃，是狼道。当年《狼图腾》这本小说风行一时，背后含义很深刻。顺便说一句，我觉
得《狼图腾》讲的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体主义; 它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主义框架下的个体自我牺
牲的英雄主义，与共产主义伦理观有相通之处。
我们对人上人、人下人的重新提起，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词在 20世纪 50 年代

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是首先被批判的东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 “同志”这个词，用 “同志”指
代了所有人，体现了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但几十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使得
人上人、人下人的观念重新流行。
我前面说的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像做好事被讹、有意识的制造有毒食品卖给他人，所有这

些东西都是跟整个伦理转型分不开的。从集体主义伦理向个体主义伦理转型的过程中，既有好的
发展，也有不好的发展。我前面的经验研究集中在负面个案，而我更加重视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会
突破底线。
我感兴趣的是我前面讲的一个概念，叫做 Moral reasoning，即当事人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例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组调查山东某地的问题产品食用胶。这些食用胶的原料大量采用
收来的废旧皮料，最后通过化学程序变成食用胶。央视记者问: “你这个东西好像不太符合道德
吧?”然后这些人回答: “不符合道德又怎么了? 他们又不是熟人，在我们本地又没有人吃这个
东西。”这种现象到现在仍然存在。后面这个例子是河北的。河北某地盛产韭菜，为了防止病虫
害，当地农民从一开始就对韭菜打 “3059”，一种特别厉害的农药。当地的官员说: “对我来说
最高的道德就是让我的家乡富起来。”乍听起来不能说这名官员很不道德，他知道自己做为一方
父母官，要让家乡富起来，但您富起来别人怎么办? 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因为别人他不认识。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如何善待陌生人，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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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出现了伦理滑坡、道德危机。但同时很多人跟陌生
人打交道的时候，自己也滑入同一个陷阱，就是对陌生人和熟人使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在理想状
态下，我们应该对终极真理或道德标准有一种近乎信仰式的接受。这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
于所有现代社会。但是，现代性带来的是对个体感受的追捧取代了信仰，对个体化多样化的追求
导致传统道德权威的崩塌。问题是，旧权威不复存在之后，新的道德权威在哪里? 如果没有一个
道德权威的话，我们怎么样自我规范?

三、伦理话语和道德实践的多样化

这涉及到道德变迁的第二个轨迹。道德权威的崩塌以及导致的结果，不光是负面的结果，如
上所述。但是，它也有正面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和道德景观的多元化。
让我们先来回顾 1988年的“蛇口风波”。我前面讲过，1980 年的人生意义大讨论解决了一

个问题，即追求个人利益是可以接受的。但可以接受不等于是道德的，是完全合法化的; 至少当
时的思想教育专家们都不认可。1988年，3位这样的专家到蛇口做例行的演讲。李燕杰，北京师
范大学的一位德育学领域教授，80 年代非常有名，全国各地做演讲。他作为一个青年教育学专
家，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教育青年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的人。曲啸，之前误判的一个右派，平反
之后初心不改，仍然对革命理想抱有极大的热忱。另外一个人叫彭一清，也有很强的正统思想。
他们的演讲一开始还挺顺利，把蛇口青年夸了一通，然后再讲问题。曲啸说蛇口的问题在于有一
部分青年到这里不是为了创业，而是为了淘金。蛇口的青年听了不干了，就问: “那曲老师您给
我们说说，创业和淘金有什么区别?”在此之前还有个背景，有部电影叫 《创业史》，讲的是大
庆油田工人的故事。那个语境下的创业，指的是你牺牲自己所有的利益和努力，为一个更大的事
业做贡献，这是这 3个人演讲中 “创业”的意思。曲啸说很多青年到蛇口是来淘金，就是为赚
钱、为自己、为了钱多才来。蛇口青年听了就觉得很刺耳，说我们凭自己的劳动赚钱，错在何
处? 同时直接质疑他们 3人有什么资历跑到蛇口指手画脚，他们根本就不懂蛇口经济特区的社
会，还沉浸在旧的意识形态中。这 3人当天晚上给政府打了一个报告，说蛇口出现了一种非常不
健康的倾向。媒体发现这份报告之后，又开始推动新的讨论。讨论先是从 《蛇口特区报》开始，
一开始的报道题目是《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教育挑战》，1 个月之后就变成了 《陈腐说教与现代
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接着到 8月份，《“蛇口风波”答问录》一篇 8 000字的报道登出，引起
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蛇口风波”中也有 2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仍然是自我利益的追求合不合法? 合不合道德?
经过“蛇口风波”后的大讨论，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有道德权威来教导别
人? “蛇口风波”中更重要的是这一点。经过这次交锋之后，我们原先的德育专家失去了道德权
威，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可以设想的。
李燕杰、曲啸他们代表的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 “文革”前夕培养的那两代人，亦称

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相信集体主义伦理观，认为人生意义全在这上面。我正在和一位青年学者合
作一篇文章，讲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我们的依据是我和一位复旦大学教授编辑的刚刚出版的一
本书，是一对夫妻和他们家人的私人通信，一共是 679封。他们的通信中有将近 20%的篇幅，在
讨论如何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革命的接班人、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你觉得他们是装
假吗? 不是。普通人的家信是最私人化的，不是写给别人看的也不必讲假话。这样的研究可以告
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人们曾经如此真诚地相信这些东西，也如此真诚地在追求这些东西。所以
李燕杰他们去教育新一代青年，并不是去做表演，因为他们相信这些; 也正因为他们相信这些，

“蛇口风波”才有这么大的影响。
要想理解“蛇口风波”的深刻含义，我们还要再回溯 10 年，就是 1978 年发生的一件更重

要的事，叫做“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开展的大讨论，结论在开始之前便已
经得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结论成为随后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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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把核心理念有个缺口，就是“唯一”这两个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唯一”的潜在负面
作用就会显现。如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的话，我们很容易滑向实用主义。什么灵，什么
就是对的。在伦理学意义上深究这个问题的话，有些真理是无法检验的。什么是真理? 真理是跟
信仰联系在一起的。真理和知识的区别就在于，知识是你了解并真实存在的东西，而真理是你真
诚信仰的东西。上帝存在吗? 我不相信，但我也没办法证实上帝的不存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
能拿实践来衡量的，但是我们的改革就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 “蛇口风波”才导致了这么大的
影响。当蛇口青年所代表的现代化力量，说那套陈腐说教跟我们是有冲突的，如果按照那套陈腐
说教，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没办法继续进行，说教就只有让步。
当这种具有超越意义的真理被完全抛在一边的时候，市场逻辑就占了上风。市场逻辑占上

风，很容易导致的结果就是多元化。市场逻辑很简单，我们怎么样能让人们多买东西; 只有多买
才能多生产，才能卖出去。消费主义背后的最简单逻辑，就是让你相信你的任何需求都是正当
的，而且你应该跟别人有不同的需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时尚，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对时尚的追求
是最有品味的。如果你穿的裤子有点厚了，我就要穿一个加厚的裤子，结果就是多样化。多样化
导致了市场的蓬勃发展，就能多卖。但是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在我们的语境下，推动多元化最主要的力量是市场。市场逻辑、商品崇拜，导致了我们对多

元化越来越多的容忍。例如，我们是不是都有同样的生活机会? 当然，不能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有
同样的生活能力，但是应该具有同样的机会。有了机会没抓到是自身的问题。市场逻辑推动的多
元化不考虑生活机会是否平等的问题，它考虑的是购买能力的大小和有无的问题。这是过去 40
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前些年中国的消费运动蓬勃发展，也符合这个逻辑。
到了这步之后，我们的个体欲望得到了合法化。如果举个比较激进的例子，就是同性性取向

的社会认可度。这个涉及到欲望问题，你期望的性取向跟别人不一样。同性恋在过去的 20 年逐
渐地被容忍，在社会生活中浮出水面，或者能被不少人所认可。这是我想讲的多样化的一个重要
的例子。
我再举 2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一个是 2008 年的 “范跑跑”现象。“范跑跑”和 “郭跳跳”

的争论大家都知道，“郭跳跳”指责“范跑跑”的行为极为不道德，因为地震的时候他扔下全班
的学生先跑了出去。 “郭跳跳”说你作为一个教师，必须保证每个学生安全撤出你才能撤出。
“范跑跑”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是我妈我可能都顾不上，是我女儿还差不多。之后新浪有一个读
者调查，问你觉得是“郭跳跳”有理还是“范跑跑”有理? 第二个问题更尖锐: 如果你有一个
孩子，你愿意交给“范跑跑”来教还是 “郭跳跳”来教 ( 意思是谁值得你信赖) ? 很有意思的
是，最后的结果是将近 50%对 50%，有 50%的读者说我们宁愿选择 “范跑跑”。为什么? 因为他
真诚、不虚伪，他说了他当时想的事情，他承认他的怯弱、胆小、怕死，而 “郭跳跳”实际很
难讲，很可能更差。
在这里，我不评论谁对谁错，我只看到并强调一点: 多元化。这种事情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就不可能发生。我们当时的口号叫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死算什么，不要说是一帮学
生，就算是一根集体的大木头落在水中，我也要先跳下去捞它。然后呢? 然后我可能就淹死了，
死了以后就成为烈士，很光荣。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曾经有一种闪念: 我们应该怎么样光荣地死
去。这是完全不同的道德境界，也是伦理话语影响道德行为的例证。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是 2014年底。社会学家李银河对公众宣布: 我的生活伙伴不是女性，所

以我也不是“拉拉”; 我的生活伙伴是一个生活在女性躯体中的男性。由此她推出一个新的概
念，叫跨性人 ( transgender) ，引起公众讨论，因为我们的社会中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我最感兴
趣的是《人民日报》、“强国网”上登了很多评论。这些评论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至少我们应
该容忍不同的人存在，还有一种说你不懂 transgender是你的问题，人家没做错任何事。当然这不
是主流意见，但这种意见开始出现，说明我们社会的多元化。
综上所述，社会多元化的后面是伦理观念的多元化，伦理观念多元化的后面是唯一的、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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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的绝对的道德权威崩塌了，这是往好的方向说。往不好的方向看，是道德权威崩塌了之后我
们何以所依? 过去说“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在没神明了，我是否就可以制造有毒食品卖给陌生
人? 所以，好坏两个方面都存在，依据个案的不同而不同。
多元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有争议的道德行为 ( Contested moral behavior) 模式的出现。譬

如，婚前性行为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违反道德，而且是可以判刑的，如果赶上 1983 年的
“严打”运动，说不定把命都搭进去; 现在，长期未婚同居都成为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再比如
不结婚、大龄剩女，这些现象开始出现，变得有争议，背后反映的是几种不同道德观点之间的
张力。
我的一个华裔女学生，忙于学业，快到 30岁时还没有男朋友。回到国内之后她的外祖母对

她说了一句重话: “你不应该这么自私。”她特别不理解，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结婚怎么就
自私了。我跟她分析，你结不结婚涉及到你外祖母的人生是否完整，她人生最后的一个任务就是
你的婚礼。你不结婚，她的人生就留下遗憾。她的遭遇在国内很常见。很多父母或祖父母都这
样。先是千叮咛万嘱咐，上大学要有上进心，不可以谈恋爱分散精力; 一旦毕业，马上就问有朋
友了吗? 没有? 赶快找一个! 前面刚说过只要你有男朋友我就高兴。当你把男朋友带回来，就会
问什么时候结婚。等你结了婚，又问什么时候生孩子? 没完没了。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很多因
为伦理观不同而发生争议的道德行为，都发生在这个层面，即个人层面。
接下来是公共层面，大家熟知的广场舞引起的种种争议，也引起了不同的言论。我这个学生

碰巧是研究广场舞的，她做了很长时间的田野作业，最后从田野中那些跳舞大妈的角度来看，她

们有她们的一套道理。这之间的冲突，有代际冲突、如何利用公共空间、如何理解公共秩序、如
何理解什么是噪音等等。大妈不觉得这些是噪音，但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觉得是噪音。年轻人打
篮球的声音也是噪音，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不是噪音。这就是观念的冲突。
个体层次上有冲突，社会层次上有冲突，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不同的道德观也有冲

突。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访谈个案，简述如下: 同性恋者魏先生是位成功的 IT 专业人士，因为
他的父母要抱孙子，他为了成全父母的意愿而结了婚，这是典型的同妻现象。结了婚生了孩子，
一切任务都完成了，被周围的亲戚朋友看作是成功人士。但在第三次访谈的时候，他突然崩溃，
说: “我成功什么? 我彻底失败。”我问他怎么会觉得失败? 至少用中国人成功的标准来看，你
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成全了这么多人。他说，我是成全了别人，但是我呢? 他告诉我实际上他
在外面一直有个情人，这个情人他不能对他妻子讲。“我欺骗了我的妻子，同时我也欺骗了我自
己”。
对我而言，这个访谈非常重要。我想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国人觉得人不应该欺骗自

己。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发展。这可能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发展，但至少有一批人开始认为，忠诚首
先是我对自己的忠诚，我能不能对得起我自己。我们以前讲对得起都是对别人，从来没说我有没
有在伦理上对得起自己。我们传统伦理说“三省吾身”的时候，“三省”都是关于人际关系的，
没有个体的自我审视。魏先生是在伦理意义上审视自己，认为内在自我的表里如一十分重要。这
个时候，魏先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也就是我前面讲的道德自我的重塑，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过程之一。在这个重塑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张力。刚才举的例子是不同道德观引起的张力。

四、公德意义的凸显与发展

现在讲第三个轨迹，即公德的发展。在过去的 40 年中，公德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似乎已
是共识。同时，也正是某些方面的公德出了问题，导致很多人对中国道德景观产生很悲观的
判断。
我们传统的儒家伦理，基本上是私德伦理，整个 “五伦”处理的都是私德问题，是用私德

处理公共事物，所谓以孝治国。在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梁启超那一代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
题。梁启超的《新民说》旨在发展公德，构建新的公民。其中他提的一个建议就是构建第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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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己”关系，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这里的个体是独立自立的公民，“群己”关系是在平等公民
的基础上，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合作关系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一个 “五伦”框架下
的隶属关系，像君臣、父子那样的关系。

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伦理处理的仍然是如何改造传统伦理，建立新的公德体系的问题。
我前面介绍的那套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雷

霆万钧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压力。这套体系就是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有集体的事都是重要
的事，集体的木头就值得你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套伦理体系能持续多久，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
果一个新伦理体系说个体才最重要，作为个体，你的利益和自我发展都特别重要; 而且它说个体

的生命比集体的财产更重要。结果会怎样? 共产主义伦理在很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很
快就被一个新的个体主义伦理体系所冲击。之后，我们面临的便是如何重建社会公德的问题。
什么是公德? 公德分两大类。我再一次强调我前面说过的一句话，道德不是高尚的事，是我

们基本上很容易做到的事，这样的道德才能够真正行之有效。公德听起来很高尚，实际上也分两
类，第一类是底线或者消极公德。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不做伤害别人的
事，不做伤害公共利益的事，这就是有公德。文明礼貌也是底线公德的一部分。公德还有一个更
高的层次，我把它叫做积极的公德。它包括公共参与、慈善事业、如何为他人为社会做更多有意
义的事情，如何在公共空间建设良善的社会生活。
我们在关于伦理危机、道德体系的讨论中，太强调第二条，太强调积极公德，而实际生活中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积极地投入到积极公德中。人人都投入到公益事业，谁
来干那些没有意义的生活琐事? 2008年汶川地震后，超过 25 万的志愿者赶赴灾区救援。之后的
反思就是，很多人跑到那里帮不上忙还添乱，还得让当地政府照顾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相

关知识和培训，并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事。但这些志愿者至少心愿是好的，所以仍然是一个正确、
正面的现象。
我们所谓道德危机、道德滑坡的很多悲观判断，都是源于公德的匮乏与遭遇挑战而产生的。

但是，历史地看，我觉得在过去 40年，我们在公德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现
象。比方说，守秩序的现象，最简单的就是排队。我们这一代人以前上公交是用挤的方法，我们
都知道怎么挤公交。你要想快点进去就要溜边走，从门边上稍微一闪缝就进去了，你在后面怎么
也挤不进去。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生存必须要的东西。但在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排队。当
然怎么样让人排队也有制度设计，执行力度的问题，但至少排队开始出现并得到广泛接受。还有
对于公共场所的爱护，比如翠湖公园，我们昨天去看，基本上挺干净的，没有什么垃圾。20 年
前的翠湖公园什么样? 很可能到处是垃圾，大家随地吐痰、扔东西，因为那时这些都是很普通的
现象。今天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吐痰，你看到会很恶心，但是若干年以前这是很正常的。
我经常去上海，这些年上海的闯红灯现象得到了大大改善。这当然有制度设计的问题，比如人脸
识别的设置，闯了红灯就要罚款，但是制度如果贯彻若干一段时间后，会变成你的本能。很多人
去美国访问旅游回来都讲一件事，凌晨 2点开车，红灯一亮车就停，周围什么车都没有，但就是
没人闯红灯。不能闯红灯已经变成一种本能。
第二个重要的进展，是对生命本身的重视。过去认为集体财产比人还重要，那个就是对生命

价值的否定。一旦个体的生命本身得到重视，获得内在独立的价值之后，会产生一系列伦理观念
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变化。2008 年汶川地震后，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于
“猪坚强”的报道和关注，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碰巧今年是汶川地震 10 周年，这位 “猪
坚强”仍然健在，再次成为新闻 “人物”。又如，2010 年上海胶州路一栋大楼失火，死了很多
人。之后将近 20万上海市民自发前去火灾地点，表达他们的哀思和对死者的敬意; 上海城市交
响乐团的成员在旁边演奏表达哀思的音乐。这些市民的行为对政府有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政府马
上做出了很多正面的反应。
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是我们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同情心 ( sympathy) 往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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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同理心 ( empathy) 的发展。我们现在很多的志愿者活动都是基于同理心，比如那 25 万汶川
救灾志愿者，官方解释是雷锋精神又回来了。我那时候就在讲，这跟雷锋精神没多大关系。你去
看他们在事后的访谈怎么说的。他们看到电视上那些灾民困苦的状况而身有同感，没有多想就去
了灾区。这就是典型的同理心。他们设想同样作为人，如果我受到这样的灾难，我会有多难受。
同理心能够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承认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层面上个体之间的平等。

2018年的小凤雅个案是个好例子。3岁女童王凤雅被诊断出晚期眼癌，生命垂危; 凤雅母亲
通过网上筹款，为女儿治病，因治疗方式与后期直接介入的公益志愿者产生激烈冲突，并引起是

否存在诈捐行为的争议。当地警方调查后证明，王家所得绝大部分善款都用于治病，所剩 1 000
余元捐给政府。由此而引起我们应该怎样做慈善的公众讨论。有篇文章的作者讲得很好，我这里
原文照抄: “在目前的很多慈善服务中，我们发现志愿者在专业能力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有
爱心却没有‘专’心，有同情心却没有同理心，不当介入、过度介入甚至与服务对象产生矛盾
的现象频现。”① 在帮助小凤雅时，志愿者既有替服务对象做决定的举动，也充斥着高高在上的
优越感，他们没办法把自己放到小凤雅母亲那个层次上来想任何事情。因此，批评者才说他们这
样的人可能有同情心，但是没有同理心。这些讨论说明，我们的社会不仅仅出现了新的公德，而
且还有不同层次上的发展。
又如，做好事被讹这种现象每年都出现，媒体上到处都是这种新闻，但是同样的新闻报道本

身，又反过来说明做好事的乐于助人者还大有人在。公德没有泯灭，实际上一直在缓慢而艰难地
发展。个体的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环境保护、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等，都是新的公德方面的
进展。媒体每年都公布社会捐赠的情况和捐款数额。我比较关注网络的个体捐赠，尤其是从
2015年开始的网络捐赠、小额捐赠的主体是谁? 是 80后、90后的年轻人。我自己的访谈中也有
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父母抱怨他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把钱捐给别人。这种抱怨也没错，因为他
们要买车买房、娶媳妇，还需要父母资助。这两件事并行不悖，背后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
公德的发展有不同的方式。近年来基层政府也积极推动社区道德建设。最常见的举办道德大

讲堂，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山东省某市的 “道德在身边，经典咏流传”道德讲堂，以 “四个
一”为主线，即看一部道德短片、讲一个道德故事、诵一段道德经典、作一番道德感悟。在这
种比较程式化的宣讲活动中，最后的道德感悟或道德感想很容易流于概念化的表决心。例如，媒
体描述某市 2018年的少年道德大讲堂的互动环节: “孩子们表示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摒弃懒惰
散漫的心理，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习成绩，为建设祖
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活力。”这种开展道德复兴运动的方式，类似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
会主义新人的方式。这是老马识途、很容易的一种方式。实际效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地方推行的“道德银行”“道德超市”等，通过利益交换的原则

来鼓励社会互助行为。据媒体报导，浙江某地与农商行合作，试点建起 “道德银行”。由农商行
提供支农、惠农政策，获评 “道德之星”的人，可享受免担保、低利率、高额度的贷款优惠，
让好人干好事有奖励。四川某村为每户贫困户设置了一个道德银行账户，规定贫困村民每参加 1
次贫困户自治小组、互助小组、农民夜校、建言献策等村内事务，就可获得 1个道德币。道德币
有奖也有罚，如发现贫困户有露天焚烧秸秆、打牌赌博等行为，就要扣除相应积分。有了道德
币，贫困户可直接去“衣旧有爱”超市兑换物品。“道德银行”“道德币”等做法，说到底是利
用市场化逻辑来推动公德。前面我讲过市场的逻辑对我们的影响深入骨髓，这也是一例。但是，
利用市场交换逻辑来推动道德，在伦理意义上道德吗? 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可是，单单挑出村
内贫困户作为道德银行的对象，并通过道德币的多少来奖励或惩罚他们的行为，是公开的社会歧

视和滥用道德机制与社会人士的爱心捐助。这种做法显然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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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天潘: 《复盘小凤雅事件: 志愿者不能心存道德优越感 》，百度百家号: 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 1601702101837248291＆wfr = spider＆for =pc，2018年 12月 8日访问。



结 语

最后，我想重温今天演讲的几个要点。首先，我研究和评估近 40 年来道德变迁轨迹的标尺
包含 4个刻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 底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以及
社会公德。用这个标尺去衡量，我认为我们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
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个转型过程已经呈现出 3条清晰可见的轨迹。第一是从过去强调
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以及由此而来

的道德自我的重新塑造。第二是单一的道德权威的崩塌导致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行为的多样化，以
及由此而来的诸多争议，困惑和冲突。第三是社会公德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新的公德不断出
现，同时也带来新的公共议题。
上述 3条轨迹的变化，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怎么积极应对这些挑战，顺利完

成这场道德转型，是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就学者来说，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
对当前的伦理话语与道德实践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从集体主义责任伦理向
个体主义权利伦理的转型”这样一个学术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理解当代中国的道德世界。
不过，这仍然是个学术假说，究竟是否真实、有效，仍有待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检验。对大众来
说，最重要的是“自我真诚”，个体首先要对自我真诚，做到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然后由己推
人。积极主动的道德改革，应该从每一个体的自身开始。对官方和社会来说，需要承认个体主义
的正当性，正视个体主义的丰富内涵。不要出于对个体主义的中国式理解，把它等同于自私自利
和反社会，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在真诚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构建深厚的社会
信任。而真正完成道德转型，则需要国家、社会和各阶层人群之间长期的沟通、协商和努力。与
传统的一元化伦理相比，这种多元化的沟通、协商和共同努力的社会发展过程本身，便已经是了
不起的道德改革，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个体化、多元化的新价值观与新道德行为。
说 明: 本文为 2018年 6月 11日阎云翔教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

革的轨迹》演讲的整理稿，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郭璐瑶整理初稿，
阎云翔教授修改审定而成。

Trajectories of Mor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YAN Yunxiang

Abstract: Moral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can be generalized as a
three－fold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first is the shift of ethical values from a collectivist ethics of re-
sponsibility and self－sacrifice to an individualistic ethics of rights and self－development; the second i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oral judgement and moral landscape; and the third is marked by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public morality． The yardstick of examining moral changes contains four important bench-
marks，which are，in ascending order，bottom－line morality，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dignity，em-
pathy and social trust，and public moralities． Measured by this criterion，what has happened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constitutes a deep and complex moral transformation ( instead of moral crisis) which
post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building of a good society．

Keywords: moral subjectivity，individualization，diversification，public morality，moral transfor-
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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